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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税支持、融资获取与众创空间创新绩效 

——基于浙江的经验研究 

沈嫣 顾秋阳 吴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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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财税支持政策能否有效推动众创空间提升创新绩效仍然存在理论争议。本文构建了考虑时滞效应的

GMM-IV 模型，基于2016-2018 年浙江省众创空间年报数据，考察了财税支持对众创空间创新绩效的实际影响及相关

调节因素。研究发现，财政补贴与税收减免两类财税支持工具均能显著提升众创空间创新绩效；融资获取能增强财

政补贴和税收减免的政策效果；高新技术服务同样显著调节这两类工具的政策效果；与国有企业相比，两类政策工

具对民营企业的激励效果更好。本文提出，强化众创空间的创新激励需要更加注重各类政策的组合应用，并为地方

政府打好“政策组合拳”提供经验支持。 

【关键词】：财税支持 所有权性质 创新绩效 众创空间 

一、引言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众创空间的蓬勃发展推动了各类创新要素融合互动，成为促进新旧动能转换的创新力量。但

一些研究发现，众创空间普遍存在同质化严重、入驻率低、融资困难、财税激励不足、运营模式单一等问题。1其中，最为突出

的争议在于支持众创空间的财政补贴与税收减免等财税支持工具能否真正提升众创空间的创新绩效，使其逐步具有较强的内生

性创新孵育能力。 

主流的观点是，财政支持有利于弥补自主创新中的市场失灵，可以有效提高企业参与自主创新的积极性。基于加拿大纳米

产业、韩国小微企业和北京民营科技企业等的经验证据也都支持了这一观点。(2)但也有观点认为财税支持效果并没有理论上那么

完美。 

财税支持可能会造成激励扭曲，诱导企业过度投资，激励策略性创新行为，甚至滋生“寻租补贴”投资。
(3)
肖文等的研究表

明，政府追求创新远期收益的政策导向与企业注重短期收益的研发导向存在冲突，使得财税支持对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作用并

不显著，甚至可能为负。(4)此外，财税政策对企业研发和创新的影响效果也会因为资助方式、企业类型等具体因素产生差异。(5) 

那么，财政补贴和税收减免是否能提升众创空间的创新绩效呢?本文以浙江省 220家众创空间2016-2018年的年报数据为基

础，考察了上述两类财税支持工具的创新孵育效果以及融资获取、所有权属性和高新技术服务的政策调节作用。 

浙江省是众创空间孵育较好的典型地区，较早地制定了《众创空间管理与评价试行办法》,并对众创空间培育绩效实施评估，

其经验数据可以为其他地区更科学地培育和评估众创空间创新能力提供借鉴。 

二、理论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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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绩效一直被认为是众创空间培育业绩中最为核心的指标。创新绩效的高低直接决定着政府对众创空间的后续支持。众

创空间的创新绩效源于孵育对象的创新活动。但众创空间的孵育对象主要是科技型小微企业，研发资金不足往往是其面临的首

要难题。 

财政补贴和税收减免既能直接影响企业经营活动及效益，也能影响企业技术创新投资决策，是政府支持企业创新的常用政

策工具。但两类政策的侧重点有所差异。财政补贴可以充实微观市场主体的现金流、增加资金宽裕度、缓解资金周转困难等，(6)

具体形式包括研发补贴和利息补贴等。 

研发补贴可以有效支持较为前期的企业创新研发活动，正向激励企业创新投入。(7)利息补贴作为间接补贴方式，一定程度上

可以减轻企业利息负担，增强贷款融资能力，也可以促进企业创新，提升企业创新绩效。
(8)
税收减免属于间接财政支持，能有效

降低微观市场主体的税收负担，从而增强企业创新激励。(9)与财政补贴相比，税收减免具有明显的灵活性、公平性、普惠性等特

点。据此，本文提出假说 H1a 和 H1b。 

H1a:财政补贴会正向影响众创空间创新绩效。 

H1b:税收减免会正向影响众创空间创新绩效。 

融资获取一直是企业研发创新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政府的财税支持金额相对有限，科技创新活动更需要外部融资支持才能

使财税支持发挥更好的作用。现有文献认为，股权融资对研发创新具有较好的激励效应。文武等发现，我国企业的研发创新对

外部融资依赖性较大，股权融资方式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10) 

段海艳等认为，在周期不对称和收益风险不对等的情况下，债权融资对研发创新具有抑制作用。(11)政策工具的实施效果客

观上依赖于外部条件。企业面对的融资约束水平不同，同等力度的财税支持所产生的边际效应也会不同。 

对于面临强融资约束的小微创新者而言，财税支持可以很大程度上缓解创新项目的资金需求，从而对创新绩效起到较为显

著的促进作用。相反，大中型企业融资约束较低，创新绩效提升的关键瓶颈自然不在资金约束上。在此情景下，财税支持对大

中型企业创新绩效提升的边际效应就会大打折扣。因此，本文进一步提出假说 H2。 

H2:融资获取便利可以增强财政补贴和税收减免对众创空间创新绩效的激励效果。 

国有和非国有众创空间因经营状况、产权结构和技术基础不同，经营管理模式差异明显，对技术创新的激励和诉求也有所

不同。(12)国有众创空间特殊的委托代理关系使众创空间经营者更愿意寻求稳定；而非国有众创空间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和较大的

业绩压力下，往往对提升创新绩效持积极态度。许多学者强调了企业所有权性质对企业创新活动资源获取的重要性。(13)Zhou 等

使用中国纵向面板数据集进行实验，结果表明国有制可以使企业获得更多的研发资源，但会降低企业利用资源进行创新的效率。
(14) 

另外，众创空间提供的高新技术服务是帮助小微创新个体跨越技术门槛的重要服务内容。科技创新除了资金投入外更需要

技术、知识、专利、工艺、决窍等创新要素投入。小微创新个体内部知识资源相对较少，科技创新活动更加需要科技中介服务

等外部资源协调。 

众创空间载体的重要功能就是为入驻创新个体提供公共服务，支持其科研创新活动的顺利开展。众创空间提供的高新技术

服务能够提升财政补贴、税收减免与融资获取等政策的实施效果，将政策组合的资金支持更好地转化为企业创新绩效。(15)据此，

本文提出假说 H3和 H4。 



 

 3 

H3:财政补贴和税收减免对非国有众创空间创新绩效的激励效果好于对国有众创空间的激励效果。 

H4:高新技术服务可以增强财政补贴和税收减免对众创空间创新绩效的激励效果。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检验了财政补贴与税收减免对众创空间创新绩效的影响效果。评估现行的两

类财税支持政策工具对浙江众创空间创新绩效的实际影响，有助于进一步完善创客空间扶持政策。 

第二，考察了融资获取对两类政策工具实施效果的调节作用。经验证据表明，融资获取对两类财税支持政策工具实施效果

具有增强作用，这为后续改进众创空间融资环境提供决策支持。 

第三，考察了所有权性质和高新技术服务对两类政策工具实施效果的调节作用，有助于深化我们对政策工具的效应边界和

调节因素的理解。 

三、变量与模型 

(一)变量定义 

现有文献一般将专利作为评价创新绩效的主要指标。但也有学者认为，如果仅考虑专利数据，对创新绩效的测度可能会出

现偏差。(16)因此，本文也将高层次人才集聚作为众创空间创新绩效的测度变量。专利(Patent)用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

观设计专利总数的自然对数衡量；高层次人才(NHT)用众创空间当年大学生创业人数、留学归国创业人数和科技人员创业人数之

和的自然对数衡量。 

遵循现有文献的做法，本文将财税支持分为财政补贴(FS)和税收减免(TB)。财政补贴用众创空间当年财政补贴总额的自然

对数表示；税收减免采用虚拟变量，如没有接受免税优惠政策则为“0”,如接受了免税优惠政策则为“1”。 

融资获取(TASFR)用众创空间当年获投社会融资总额的自然对数表示。众创空间所有权性质(NO)采用虚拟变量，如为国有控

股则为“0”,否则为“1”。高新技术支持变量也采用虚拟变量，如果提供高新技术服务支持则赋值为 1,否则为0。 

借鉴相关文献，控制变量分别为众创空间年龄、规模、产业集中度、CEO 受教育程度、国际合作、员工培训和员工数量等。
(17)
众创空间年龄(Age)为众创空间成立至 2020 年年份数的自然对数。众创空间规模(Size)取众创空间总资产的自然对数。产业

集中度(HHI),为众创空间入驻企业所处行业集中度。 

行业分类参照证监会 2012 年行业标准，以公司当前最新的行业分类为依据，直接以三级分类为标准计算。CEO 受教育程度

(CEO)采用有序类别变量，当众创空间负责人最高学历为高中及以下时为“0”,当众创空间负责人最高学历为本科时为“1”,当

众创空间负责人最高学历为硕士时为“2”,当众创空间负责人最高学历为博士时为“3”。 

国际合作(IC)为虚拟变量，如众创空间当年不存在国际合作项目则为“0”,当众创空间当年存在国际合作项目则为“1”。

员工培训次数(ETF)为众创空间当年的员工培训次数的自然对数；员工数量(NE)为众创空间当年的员工数量的自然对数。 

本文研究数据来自于浙江省众创空间 2016-2018 年年报。为剔除异常值对回归结果的影响，本文对除虚拟变量外的所有连

续财务变量进行上下 1%的 Winsorize 处理；为避免模型内生性问题，对一些指标进行取自然对数处理。计算 HHI 的所有数据均

使用 Wind数据库与 CSMAR 数据库中的相关信息进行了检查和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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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计量模型 

为检验财政补贴、税收减免对众创空间创新绩效的激励效果，参考张璟、刘晓辉的计量方法，
(18)
对应假设 H1-H4设计以下 4

个计量模型。 

 

其中 Patenti,t表示创新绩效，FSi,t表示财税补贴，TASFRi,t表示融资获取，NOi,t表示所有权性质，Controli,t表示其他控制变

量，αi表示企业固定效应，αt表示时间固定效应，εi,t表示随机误差项。 

表 1 报告了 Pearson 相关系数矩阵的检验结果。结果显示，各控制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较小。同时，检验发现各控制变量

的 VIF 值均小于 2,说明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 1相关性检验结果 

 

FS TB TASFR NO Age Size HHI CEO IC ETF NE 

FS 1.000 

          

TB 0.405*** 1.000 

         

TASFR -0.428*** -0.115 1.000 

        

NO -0.045 0.293*** 0.140* 1.000 

       

Age 0.048 0.442*** 0.189** 0.498*** 1.000 

      

Size 0.326*** 0.251*** -0.047 -0.046 0.153** 1.000 

     

HHI 0.219*** 0.414*** 0.144* 0.041 0.194** 0.207** 1.000 

    

CEO 0.310*** 0.334*** 0.082 -0.803* 0.150** 0.184** 0.268**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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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 0.312* 0.642 0.052** 0.371** 0.232** 0.354** 0.524* 0.654** 1.000 

  

ETF 0.323*** 0.221*** -0.506*** 0.092 0.266*** 0.263*** 0.270*** 0.249*** 0.265*** 1.000 

 

NE 0.304*** 0.009 0.031 -0.045 -0.096 0.015 -0.010 0.023 -0.020 0.083 1.000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本文使用 GMM-IV 法进行基准检验，报告了基准回归结果。GMM-IV 法采用内生工具变量，可以更好地控制模型内生性问题，

我们使用众创空间注册地址定位到的区县 GDP 作为工具变量。由回归结果(1)(2)(6)(7)可知，财政补贴和税收减免对众创空间

创新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假设 H1a 和 H1b得到验证。 

同时，回归结果(3)和(8)表明，融资获取对众创空间创新绩效具有直接的正向效果。回归结果(4)(5)(9)(10)进一步表明，

融资获取能显著增强财税补贴对众创空间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假设 H2得到验证。 

值得关注的是，考虑了融资获取的调节效应后，众创空间规模(Size)变为负向影响创新绩效，这与相关研究的结论存在差

异。(19)可能的原因是众创空间获得的社会融资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挤出财税补贴，而且规模越大的众创空间挤出效应越强。 

(二)调节效应与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证检验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还进行了稳健性检验。首先，根据所有权性质将样本分为国有众创空间(SOE)与民营众创

空间(POE)并进行稳健性检验。同样采用 GMM-IV 法来进行稳健性检验，并使用众创空间注册地址定位到的区县 GDP 作为工具变

量。 

另外，为保证模型解释变量间不存在自相关，稳健性检验中不纳入所有权性质的虚拟变量。可知，民营众创空间创新绩效

受财税政策与融资获取的影响更大和更显著。由此，假设 H3得到验证。报告了以专利数量为被解释变量的实证结果。以高层次

人才集聚为被解释变量的实证结果与之差异不大，限于篇幅没有列出。 

考虑到众创空间的高新技术服务功能对入驻企业科技创新活动具有重要影响，本文进一步考察了高新技术服务的调节效应，

同样使用 GMM-IV 法并用众创空间注册地址定位到的县(区)GDP为工具变量。 

根据样本数据计算发现，2018 年众创空间获得技术支撑服务的团队和企业的中位数为 12,故将获得技术支撑服务的团队和

企业数量大于或等于 12的众创空间定义为高新技术服务型(H_TECH),小于 12的众创空间则定义为非高新技术服务型(L_TECH)。 

高新技术服务型众创空间的创新绩效受财税政策与融资获取的正向影响更大和更显著，回归结果验证了假设 H4。报告了以

专利数量为被解释变量的实验结果，以高层次人才集聚为被解释变量的实验结果基本与其一致，限于篇幅没有列出。 

五、结论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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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浙江省众创空间年报数据，本文分析了财政补贴与税收减免对众创空间创新绩效的影响以及融资获得、所有权性质和

高新技术服务的调节效应。实证检验发现： 

第一，财税补贴与税收减免能够显著提升众创空间的创新绩效。这表明现行的政策支持工具具有较好的实施效果，有助于

众创空间提升创新绩效。 

第二，融资获取在财税补贴影响众创空间创新绩效的路径中具有显著正向调节效应，能够帮助众创空间入驻企业解决融资

难问题，从而增强了财税支持政策的实施效果。 

第三，所有权性质在融资获取影响众创空间创新绩效的路径中具有显著正向调节效应。财税补贴与融资获取对民营众创空

间的显著正向影响较国有企业更强。第四，财税补贴与税收减免对存在高新技术支持的众创空间的影响更强。根据实证结果，

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持续打好“政策组合拳”,协调好众创空间的“软支持”和“硬支持”,推进众创空间不断提升创新绩效。众创空间

是我国推进“双创”工作的重要载体，是支撑和孵育小微创新创业的重要平台。在全国“双创”热潮下，各地众创空间“一哄

而上”,不可避免地存在部分众创空间创新能力不强、培育绩效不明显的情况。实证结果表明，财税支持对提升众创空间创新绩

效是有效的。因此，地方政府应当在加强众创空间考评的同时，持续加大对优秀众创空间的政策支持，同时丰富政策组合，协

调好众创空间的“软支持”和“硬支持”。 

第二，推动众创空间不断提升服务内涵，大力引进更多的天使投资、风险投资机构和科技服务机构，为孵育企业提供全方

位的科技创新服务。作为新型创新载体，科技创新服务是众创空间提升绩效的关键所在。其孵育的小微创新个体较之大中型企

业，往往面临着较大的资金问题、技术问题和其他事务性难题。众创空间应当为孵育企业提供更多、更便利的融资机会和股权

众筹机会。政府应当采取更多的政策措施，引导众创空间丰富科技服务项目，提升创新创业交流与培训，营造更好的创新创业

氛围，提供更为优质的科技创新服务。 

第三，加强众创空间分类考评，加强科技创新导向，加大政策激励强度，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总体而言，由于前期众创空

间数据急剧上升，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大而泛的情况。许多众创空间创新能力不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弱，倒闭现象也不时出现。

今后应当加强众创空间分类考评，让优秀的众创空间脱颖而出，形成奋勇向上的争创氛围。突出科技创新导向，坚持淘汰房地

产性质的众创项目，细化对众创空间科技服务内涵提升的政策服务，加大科技创新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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